
2026.3土筑金字塔：福泉山——福泉山遗址发掘与《福泉山》的学术贡献及有关问题研究与探索

良渚文化已成为探索中华五千年文明的

重要实证之一。在这个中华五千年文明实证

的诸多证据之中，上海市青浦福泉山遗址的

作用因浙江余杭反山墓地、瑶山墓地、莫角山

建筑基址及良渚城址和城址外围的水利系统

等良渚遗址群内的系列重大发现而容易被忽

视。然而，在良渚文明的探索过程中，福泉山

遗址的发掘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是苏秉琦称

之为“土筑金字塔”的重大发现[1]。这一发现

是引发良渚文化一批重要高台土墩墓地发现

的先导，还是苏秉琦最初提出探索五千年文

明古国的两个重要依据之一[2]。福泉山遗址

的发掘对后来的良渚文化系列发现与良渚文

明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土筑金字塔：福泉山
——福泉山遗址发掘与《福泉山》的学术贡献及

有关问题*

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关键词】良渚文化；福泉山遗址；苏秉琦；“土筑金字塔”；人殉

【摘 要】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发掘是良渚文明探索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首次发现明确

人工堆筑的良渚文化“土筑金字塔”、良渚文化“人殉”与“人牲”现象以及一批形制新颖的良渚文化

玉器，成为苏秉琦最初提出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两个重要依据之一，对后来的良渚文化系列发现

与良渚文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考古报告《福泉山》则是第一部以公布良渚文化土墩墓地及大

型墓葬发掘资料为主的考古报告专刊，为后续的良渚文化墓地考古报告专刊的编写提供了一个参

考与鉴戒的实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4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炎黄文献集成与研究”

（24VLS00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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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泉山遗址的发掘过程与主要收获

福泉山是位于上海市青浦县（今青浦区）

重固镇西侧农田中的一座土墩，平面呈不规

则的长方形，东西长约94米，南北宽约84米，

高7.5米，东、南、西三面斜直，北部坡面有二

级台阶。土墩上土质干硬，不宜植物生长。

1962年调查发现福泉山土墩上有新石器时

代的陶片、石器和红烧土等遗存。1977年在

福泉山东侧农田中发现几件崧泽文化陶器。

为开展太湖地区古文化研究，1979年冬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对福泉山遗址进行试

掘。当时以为福泉山土墩为宋元之后开河的

堆积土，发掘价值不大，故选择在福泉山周围

的农田中开15条探沟，发掘面积130平方米，

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

桥文化等遗存。明确福泉山遗址范围以福泉

山土墩为中心，东西长约 500米，南北宽约

30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1982年8月，当

地取福泉山土墩的土筑路时意外发现玉璧，

为配合取土筑路工程，9月6日至12月18日，

由孙维昌、郑金星对福泉山遗址进行第一次

正式发掘，在福泉山的东南角和西北部发掘

305平方米，以了解掌握福泉山的地层堆积

情况[3]。在12月中旬发掘工作行将结束时，

连续三天的雨水致使福泉山东南一角的发掘

探方T4东壁坍塌，暴露出几件石器①，福泉山

遗址第一座良渚文化大墓（T4M6）就这样被

意外发现。

福泉山第一次发掘，清理崧泽文化墓葬

10座，良渚文化墓葬3座，汉墓6座。其中福

泉山T4M6号墓（后更改为福泉山M9）可能是

一座带彩绘葬具的良渚文化大墓，被一座西

汉墓打破，人骨胸部以下保存尚好，出土随葬

品119件（粒），其中有石钺9件、玉钺2件、玉

璧4件、玉琮5件（其中2件后来作琮形镯）、

玉镯1件、玉臂饰1件、玉锥形器4件、玉锥形

器套管2件、玉管10件、玉石珠59粒、玉杖端

饰1件、玉琀 1件、玉石饰片17件、雕刻象牙

器（象牙权杖）1件、陶盉 1件、陶器盖1件等。

这是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寺墩M3大体同时

发现的良渚文化大墓，但年代略早于寺墩

M3，是当时所知良渚文化中年代最早、档次

最高的墓葬。发掘者马上撰写发掘简报，后

于1984年2月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名义

公布了福泉山T4M6号墓的发掘资料[4]。

福泉山土墩因T4M6号墓的发现而得到

重视，1983年冬，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

1983年12月1日至1984年1月24日，由孙维

昌、郑金星、王正书、张明华、陈咏梅等5人在

福泉山土墩东半部及西部揭露面积1000平

方米，清理崧泽文化墓葬6座，良渚文化祭祀

坑1个、墓葬6座，战国楚墓3座，西汉墓40

座，唐、宋墓各1座[5]。尤为重要的是，这次发

掘从识别的福泉山文化层的堆积现象了解

到，福泉山土墩是良渚文化为作为墓地来埋

葬墓葬而多次堆筑形成的。第二次发掘之

后，孙维昌结合第一次发掘收获，公布了福泉

山遗址两次发掘的简报[6]。

福泉山第三次发掘是在浙江余杭反山墓

地发掘之后进行的。1986年12月3日至1987

年3月18日、1987年12月10日至1988年1月

15日，由孙维昌、郑金星、王正书、季曙行、周

丽娟、陈咏梅等6人在福泉山土墩西南部发

掘800平方米，清理崧泽文化居住址1处、墓

葬3座，良渚文化祭祀遗迹3处、墓葬21座，

战国楚墓1座，西汉墓50座和宋墓1座。至

此，几乎将福泉山土墩高6米以上区域可以

————————

①黄宣佩对此的记述与孙维昌不同：“滚落出几件玉璧、玉锥形器，在断崖上还暴露出玉琮、玉环等”，但其所记日期有

误。见黄宣佩：《福泉山考古记》，《上海文博论丛》2002年第1期，第7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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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的地方全面揭露。

二、《福泉山》的编写过程与体例结构特点

及主体内容

《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

告》[7]（以下简称《福泉山》）是良渚文化分布

区公布的第一部以良渚文化高台土墩墓地及

其大型墓葬为主的考古报告专刊，由上海市

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黄宣佩主编，2000年

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掘报告没有公布这部

考古报告专刊的编写过程以及具体的编写人

员，但公布了福泉山三次发掘的工作人员，由

黄宣佩负责编撰。

《福泉山》参照上海市也是长江下游地区

第一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崧泽——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8]的体例编写而

有所增添。全书分 4章和 6个附表、8个附

录。附表与附录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以上，是

发掘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附表分别为：《福

泉山崧泽文化墓葬登记表》《福泉山崧泽文化

陶器上的压划符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登

记表》《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随葬器物一览

表》《福泉山炭化木14C年代测定》《福泉山陶

片热释光年代测定》。附录分别为：《上海福

泉山遗址热释光断代报告》《青浦福泉山遗址

出土的人类遗骸研究》《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

的兽骨》《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种子的鉴定》

《福泉山遗址孢粉组合与先人活动环境分析》

《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石器的岩石类型

与特征》《中国古玉地质考古学研究：福泉山

玉器（附崧泽玉器）》《福泉山良渚文化玉器X

射线衍射仪检测报告》。

第一章“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经过”，交代

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福泉山的地表

环境现状，以及1979年11月至1988年1月期

间所进行的一次试掘、三次发掘的过程与主

体收获。试掘、发掘面积共2235平方米，清

理崧泽文化居址1处、墓葬19座，良渚文化墓

葬30座和祭坛等祭祀遗迹，以及战国墓6座，

西汉墓96座，唐墓1座，宋墓2座，出土各类

文物2800余件。

第二章“地层概况”分两节：第一节介绍

试掘所了解到的福泉山土墩外边缘的西边、

北边、南边的地层堆积情况，第二节介绍第二

次发掘所发现的福泉山西北部与南部的地层

堆积情况，明确了福泉山土墩的形成过程以

及良渚文化时期堆筑高台的现象。其中，福

泉山土墩底部（第7层）文化层是崧泽文化时

期堆积，有居住遗迹和墓葬；其上（第6层）是

自然堆积的间歇期；其上（第5层）是崧泽文

化时期堆积，有崧泽文化晚期墓葬。再其上

三个文化层（第4层、第3层、第2层）都是良

渚文化时期堆积：第4层为土质较纯的黄土

层；第3层是黑褐色扰乱土，是良渚文化时期

人工堆筑的土层；第2层是灰黄色五花土，土

质杂乱，也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土

层。这些文化层堆积现象显示，良渚文化时

期对福泉山土墩进行了前后两个时期的两次

大规模堆土，第一次堆筑的土是黑褐色扰乱

土，第二次堆筑的土是灰黄色五花土，堆筑的

目的是增高土墩将之作为墓地。

第三章“遗迹与遗物”是全书的主体部

分，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三节，

全面公布发现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

文化的各种遗存。

马家浜文化遗存主要有数量不多的陶器

残件。

崧泽文化遗存有1处建筑遗迹、1个灰

坑、1个灶塘、1个烧坑、19座墓葬、2处祭祀遗

迹，以及石器、骨器、玉器、陶器等223件遗

物。19座墓葬都没有发现墓坑，以单人葬为

主，双人合葬墓与三人合葬墓各1座，有的有

木质葬具痕迹。12 座墓有随葬品，一般为

2～5件，多的15件，以石斧和陶鼎、豆、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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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少数有玉坠饰、玉管珠、玉琀、小系璧、獐

牙、网坠等。其中，M11的青年男性骨架右臂

骨上套有4件象牙镯，M23为一名成年男性

与两名儿童的一次合葬墓。2处祭祀遗迹是

火烧遗留的草灰面，长径约8米，其上有介壳

末，侧旁有残陶鼎、红烧土块等。

良渚文化遗存最为丰富，有30座墓葬、

祭坛等祭祀遗迹，以及石器、骨器、玉器、陶器

等890件遗物。所以第三节所占篇幅最多，

也最为重要。分遗迹与遗物两部分。

遗迹有墓葬、祭祀遗存等。

墓葬部分全面介绍了30座墓葬的分布

状况，包括平面分布与上下层位分布。还公

布了三组墓葬的上下叠压关系。如第一组

M94叠压M126。第二组M101、M132、M135、

M139等 4座墓上下依次叠压，M139又打破

M143（书中二墓上下叠压关系的文字介绍与

图三四-1的表现相左），五层墓底之间的上

下总深度达 180 厘米。第三组 M144、M146

分 别 叠 压 M145，M145 叠 压 M149、M150，

M150叠压M151，六层墓底之间的上下总深

度达94厘米。由于这些墓葬都没有发现开

口层位，公布的墓葬所处的上下层位基本上

都是墓底的层位，虽然有 19座墓发现深约

10～40厘米不等的浅坑，但除个别墓葬有清

晰的墓口以及不同墓葬之间的上下叠压关系

外，都不能据此说明这些墓葬的开口层位。

然而，墓葬间的上下叠压关系无疑是分析墓

葬层位上下关系及早晚关系的一种重要的依

据。同时还介绍发掘时所能辨识的葬俗与器

物随葬现象，以及个别墓的殉人现象。

从《福泉山》报告的图三三“福泉山良渚

文化祭祀遗迹与墓葬分布图”可知，30座墓

葬中有28座墓位于福泉山土墩顶部的平台

上，并且集中分布在西部，有3座位于中部，2

座位于东部边缘处，或许土墩东南部塌陷部

分原有墓葬已毁。结合第二章“地层概况”的

介绍和附表三，大致可以将清理的30座良渚

文化墓葬区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有8座

墓（M1、M2、M126、M139、M143、M149、M150、

M151）埋葬在第4层（黄土层）的良渚文化层

中，被良渚文化第一次堆筑土墩的人工堆筑

土层叠压，应属福泉山良渚文化最早的一批

（一期）墓葬；有 6座墓（M115、M120、M124、

M135、M140、M145）埋葬在第3层（黑褐色扰

乱土）即良渚文化第一次堆筑土墩的人工堆

筑土层中，并且被良渚文化第二次堆筑土墩

的人工堆筑土层叠压，应属福泉山良渚文化

第二期的一批墓葬；有 16 座墓（M9、M40、

M53、M60、M65、M67、M74、M94、M101、

M103、M109、M128、M132、M136、M144、

M146）埋葬在第2层（灰黄色五花土）即良渚

文化第二次堆筑土墩的人工堆筑土层中，这

批墓葬是在良渚文化第二次堆筑土墩的人工

堆筑过程中及之后埋葬的，应晚于福泉山良

渚文化第二期墓葬，属福泉山良渚文化第三

期的墓葬。

报告选择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保

存有浅墓坑或葬具痕迹的19座墓葬，按照墓

号顺序，逐一详细公布了发掘资料，包括墓葬

的深度、层位、平面形状与墓坑现象、人骨保

存状况、葬具现象、葬式、随葬品摆放位置与

种类和数量，以及一些特殊的现象等，并且都

配墓葬平面图和随葬器物图或主要器物组合

图，使读者一目了然。

其中，规模较大、随葬品较为丰富的墓大

都是第二次堆筑土墩后埋葬的。如 M9、

M40、M60、M67、M101、M109、M132、M136等。

有人殉或人牲的墓葬有3座，分别为M144、

M145、M139。M151是清理的30座良渚文化

墓葬中年代最早的一座，有葬具痕迹，在墓坑

北端（脚端）坑外置1件大口缸，随葬器物16

件，有石钺、大口缸等陶器，玉器仅有玉镯2

件、玉珠1件、玉管1件、玉钻芯1件，其中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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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具有崧泽文化遗风。

这些墓葬在福泉山土墩不同区域、不同

层位中的分布现象，反映了福泉山土墩作为

良渚文化墓地的使用与发展变化情况，以及

墓葬葬俗、随葬品特征等文化现象的发展变

化情况。

良渚文化祭祀遗存较为丰富。主要是在

第三次发掘发现祭坛遗迹之后才明确。祭坛

位于福泉山土墩顶部平台西部墓葬集中分布

区的南端，叠压在M144之上，并被M101打

破。祭坛南北长7.3米，东西最宽5.2米，自北

而南、自下而上形成三级台面，每级升高约

0.34～0.44米，每个台面中间平整，周围散乱

堆积许多土块，在最高一级台面东南角形成

一个周边整齐的长方形平台，下压1件大口

陶缸。整座祭坛包括地面和土块都被烧成红

色，并且洒有介壳末。有后续研究者将这个

祭坛误认为红烧土房址[9]，忽视了祭坛上洒

有介壳末并置有大口陶缸这种与祭祀活动有

关的遗迹现象。

在祭坛以北约7～8米处有东西向连续

分布的两长条红烧土块堆积，东部一条长11

米，宽约4.8米，高约0.5米，西部一条长6.5

米，宽约2米，高约0.3米，可能是与祭坛有关

的遗存。在土墩北侧土墩下面第一阶有一个

较大型的积灰坑，长约19.25米，宽约7.5米，

四周较浅，中间渐深，深约0.25～1.15米，中

间有一个高1.15米、直径约1米的小土台，坑

中填满纯净的草灰，可能与燎祭祭祀活动产

生的草灰有关。在土墩东南角有一个介壳屑

堆积，面积约9平方米，厚约0.5米。这些遗

迹现象可能都是与在祭坛上进行燎祭祭祀活

动有关的祭祀遗存。根据祭坛的层位关系，

可知与祭坛有关的燎祭祭祀活动都是在良渚

文化第二次堆筑土墩时期进行的。

另在福泉山土墩北侧的积灰坑之下的第

4层黄土层内发现一个器物堆，有5件陶器，

分别为1件大口陶缸、3件陶罐，另有1件双

鼻陶壶和2块猪趾骨置于大口陶缸内。可能

是良渚文化早期的祭祀遗存。

遗物部分分为石器、牙器与骨器、玉器、

陶器四类公布资料，并在对石器、玉器、陶器

进行分型分式分析之后，选择各型各式的典

型器物进行具体的描述、配图介绍，未被选择

进行具体介绍的器物可在墓葬登记表中查

验。

石器有 119件，分为斧、钺、锛、凿、刀、

镰、铲、镞等。以石钺数量最多，有64件。其

中有的石钺在穿孔以上安装木柄的部位涂红

褐色彩绘，如标本M151∶8，其一面彩绘上尚

保留有木柄朽蚀的粉末。锛、凿、刀、镰、铲、

镞、钻头、砺石数量较少，分别为7件、1件、5

件、3件、1件、2件、1件、1件。石锛都是有段

石锛，标本M40∶79为五孔石刀。

骨器有镯、锥、棒、牌形饰、三角形器。牙

器有牙饰与象牙雕刻器。象牙雕刻器实为象

牙权杖。

玉器334件，分为斧、钺、琮、璧、冠状器、

半圆形器、锥形器、锥形器套管、柄形器、璜、

环、镯、坠、笄、管、带钩、小玉饰、琀、纺轮、镶

嵌玉片、玉钻芯、玉鸟等。另有279颗玉珠。

可辨识的由玉珠、玉管、玉锥形器、小玉环组

成的项串饰有2组。其中，玉钺14件，有的附

有柄上端的瑁和下端的镦。玉琮8件，另有

M9出土的2件玉琮被定为琮形镯。玉璧17

件。玉半圆形器1件。玉锥形器数量较多，

有59件，有的为短锥形坠饰，有的为细长条

棒状，有的还配有玉套管，为首次发现。

陶器 247件，分为鼎、甗等烹饪器，豆、

簋、盘、钵、壶、尊、匜、盉等饮食器，罐、盆等盛

贮器，以及大口缸、熏炉、纺轮等其他用器。

以鼎、豆、双鼻壶数量最多，分别为36、34、37

件。其中陶鼎M65∶90，双鼻壶M65∶1、M74∶

166、M128∶1，陶豆M101∶90，在整器外表施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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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缛的鸟首盘蛇纹、几何飞鸟纹，刻纹线条细

而流畅，十分精致、美观。宽把杯标本M65∶

2，器表施刻密集的竖向曲折纹为地，上刻正

视飞鸟纹、几何形鸟纹等，宽把上嵌入排列密

集的细线状泥条。还发现一片刻纹陶片，刻

有似杯形或似立鸟形态等形象的图案。这些

都体现了良渚文化晚期高超的制陶工艺技术

与高尚的审美观念及丰富的想象力。

第四章“讨论”分为三节，分别讨论福泉

山崧泽文化遗存与良渚文化遗存的分期与年

代、社会发展阶段及良渚文化玉器的用途与

制作工艺技术。其中，将崧泽文化遗存分为

两期，认为分别相当于崧泽遗址墓地的中期

与晚期；将良渚文化遗存分为早晚五期，分析

了玉器、石器、陶器由第一期至第五期的演变

状况，并配主要陶器分期图说明，还参考热释

光测定的年代及与在其他遗址发现的良渚文

化遗存的对比，将第一期至第五期的年代分

别推定为距今 5200～5100 年、距今 5000～

4900 年、距今 4800～4600 年、距今 4500～

4400年、距今4300～4200年，每期之间都相

隔100年，并提出福泉山良渚文化进入了文

明时期。第四章是对福泉山遗址发掘收获的

总体认识及对有关问题的深入探索，也是对

前三章公布资料的分析之后的认识升华。

三、福泉山遗址发掘与《福泉山》

的学术贡献

福泉山遗址发掘与考古报告专刊《福泉

山》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首次发现良渚文化的“土筑金字

塔”。

1983年冬福泉山第二次发掘发现了土

墩的上下层位及其包含物存在倒置现象，由

此获得一个重要发现，即福泉山土墩是良渚

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发掘揭示：福泉山土

墩原是崧泽文化前期的居住地，仅高出周围

约1.62米，形成一定的文化层堆积之后，在崧

泽文化后期作为墓地，在良渚文化前期继续

作为墓地，墓地的使用与堆土使土墩不断抬

高，至良渚文化中后期，前后两次取福泉山以

西的土由西向东大规模堆筑，并埋墓葬，还建

祭坛进行祭祀活动，逐步形成东西长84米、

南北宽74米、高8米的良渚文化高台土墩。

这是在良渚文化分布区首次发现的良渚

文化营建高台土墩墓地，而且在高台土墩墓

地中埋葬有一批良渚文化的大墓。如M9随

葬器物119件（见前述）。M40随葬器物120

件（粒），有石斧1件、石钺5件、石刀1件，鼎、

豆、宽把壶、盉、簋、罐、器盖等陶器13件，玉

钺3件、玉琮3件、玉璧3件、玉锥形器3件、玉

套管1件、玉珠21粒、玉管4件、玉鸟首1件、

残玉柱形器1件，以及59枚镶嵌小玉片，还有

1件残漆器。M60墓坑长 4米，宽 1.7米，深

2.85米，为二人合葬墓，有葬具痕迹；随葬器

物72件（粒），有石斧7件、石钺2件、石刀2

件、石钻头1件，鼎、豆、小壶、双鼻壶、匜、盆、

器盖等陶器15件，玉璧2件、玉锥形器8件、

玉冠形器1件、玉璜1件、玉环2件、玉镯2件、

玉带钩1件、玉珠15粒、玉管11件、玉角形器

1件、玉钻头1件。M65长4.1米，宽0.8～1.4

米，残深0.2米，有彩绘葬具痕迹；随葬器物

128件（粒），有石斧1件、石钺2件，鼎、豆、双

鼻壶、宽把壶、盉、匜、簋、盘等陶器8件，玉钺

2件、玉琮2件、玉璧2件、玉锥形器5件、玉套

管2件、玉坠1件、玉珠97粒、玉管4件、玉钺

柄端饰与镦各 1 件。M74 随葬器物 171 件

（粒），有鼎、豆、带鋬壶、双鼻壶、宽把壶、匜、

簋、盆、罐、熏炉、缸、器盖等陶器32件，玉钺4

件、玉锥形器12件、玉套管1件、玉冠形器1

件、玉璜1件、玉环1件、玉镯1件、玉坠2件、

小玉饰1件、玉珠102粒、玉管8件、玉纺轮2

件、玉角尺形器1件、玉半圆形器1件、玉钺柄

饰1件。M101长2.4米，宽1米，残深0.2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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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上有一个燎祭坑，有彩绘葬具痕迹；随葬器

物95件（粒），有4件石钺，鼎、豆、双鼻壶、宽

把壶、盉、盘、盆、罐、器盖等陶器19件，玉钺1

件、玉锥形器12件、玉冠形器1件、玉环4件、

玉镯1件、玉坠1件、玉珠45粒、玉管7件；其

中头骨右侧的1件玉冠形器、35件玉珠与玉

管、4件玉锥形器、4件小玉环聚集一堆，按顺

序似可串联。M109长 2.94米，宽1.01米，残

深0.32米，有彩绘葬具痕迹，墓坑外西北角外

置陶罐1件，墓坑南端紧靠坑壁有小祭祀坑1

个；随葬器物35件（粒），有石斧1件、石钺3

件、石镞1件、石凿1件、石锛4件，鼎、甗、豆、

匜、盆、罐、器盖等陶器12件，玉钺1件、玉璧

3件、玉冠形器1件、玉锥形器3件、玉镯1件、

玉珠2粒、玉管2件。M132长3.02米，宽1.03

米，残深0.18米，有葬具痕迹，在墓坑外西北

角置大口陶缸1件；随葬器物73件（粒），有石

斧3件、石钺4件、砺石1件，鼎、甗、豆、双鼻

壶、匜、簋、盆、罐、大口缸、器盖等陶器22件，

獐牙饰4件，玉锥形器4件、玉镯3件、玉珠26

粒、玉管6件。M136坑口距地表深0.6米，墓

口长约4米，宽2.6米，深2.4米，墓上有红烧

土块祭祀堆积，坑壁与墓底有火烧痕迹，西北

角有一堆呈角尺形排列的红烧土块，红烧土

块内放置1件大口缸；人骨架骨面呈灰黑色，

骨质变白；随葬器物17件（粒），有石钺3件、

石刀1件，鼎、甗、双鼻壶、匜、盘、盆、罐、大口

缸等陶器8件，玉斧1件、玉镯1件、玉珠1粒、

玉管2件。其中，M9、M40、M60、M65、M74等

5座墓葬是1984年以前首次发现并明确的埋

葬于人工堆筑土台上的良渚文化大墓。

福泉山的这一发现为在太湖及杭嘉湖地

区寻找良渚文化高台土墩墓地及大墓开辟了

一条重要的探索途径，同时还表明，良渚文化

的社会发展程度远非以往所认识的那样落

后。1984年，苏秉琦在了解了福泉山的重要

发现后，将这一重要发现与秦汉以来帝王冢

墓“山陵”的渊源相联系，指出“良渚文化在中

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一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

体”，还进一步指出：“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

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

‘若明若暗’，但已决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

神话了”[2]，由此提出了对于探索中国古史的

“传说时代”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中华五千年

文明史的重大课题，成为一年后苏秉琦掀起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浪潮的前奏。

第二，首次发现并明确了良渚文化的“人

殉”与“人牲”现象。

福泉山遗址第三次发掘发现了3座墓葬

有人殉与人牲现象。如M144，位于祭坛遗迹

之下，墓口清晰，长3.73米，北宽2.02米，南宽

1.84米，深0.9米，在墓口以下0.14米处的墓

坑内东北部殉一人。殉人有葬具痕迹，并随

葬玉珠1粒、陶鼎1件、陶双鼻壶1件。墓坑

底部的墓主葬具长2.83米，北宽0.89米，南宽

0.69米，为上下两块凹弧形大木相合而成，葬

一25岁左右的女性，在墓坑底部的东南、西

南、西北三角有数块红烧土块。随葬器物合

计36件（粒），有石钺1件、石锛2件，鼎、豆、

小壶、双鼻壶、盆等陶器10件，玉钺1件、玉锥

形器3件、玉柄形器1件、玉镯3件、玉坠1件、

玉珠11粒、玉管3件。又如M145，墓坑长4

米，北宽0.83米，南宽0.72米，残深0.27米，有

葬具痕迹。在葬具上置陶壶1件，墓坑填土

中有玉管1件、玉珠3粒。在墓坑北端有一殉

人坑，内有两具人骨，一为侧身屈肢的青年女

性，一为儿童，殉人坑北侧有1件大口缸。随

葬器物26件（粒），有石钺1件，鼎、小壶、罐、

大口缸等陶器5件，玉镯1件、玉坠1件、玉珠

14粒、玉笄1件、玉管2件、玉琀 1件。再如

M139，墓坑长 2.99 米，宽 0.95 米，残深 0.16

米，有葬具痕迹，墓主为成年男性，口内有玛

瑙琀，右臂上1件石钺尚存有长85厘米的钺

柄痕迹。在墓坑东北角殉一人，为侧身屈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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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并且有玉珠、玉管、小玉环、缀饰等小

件玉饰，在女性人骨背后置有1件大口陶缸。

随葬器物47件（粒），有石钺12件、小卵石4

件，鼎、豆、小壶、匜、尊、罐、大口缸等陶器15

件，残骨器2件，玉锥形器1件、玉环1件、玉

镯1件、玉珠1粒、玉管4件、小玉饰4件、玉琀

1件、小玉件1件。这3座墓是最早发掘辨明

的良渚文化“人殉”与“人牲”现象清晰的实

例。其中墓葬M139属良渚文化早期，是首

次发现的距今5000年以前存在人牲的实证。

第三，福泉山遗址发掘首次发现明确一

批形制新颖的良渚文化玉器。

如M9的玉锥形器套管、玉杖端饰，M40

的玉鸟首，M60的玉带钩、玉钻头，M65的玉

锥形器套管、玉钺柄端饰与镦，M74的玉锥形

器套管、玉纺轮、玉半圆形器、玉钺柄饰等，都

是第一次发现。这些良渚文化玉器器形，在

1973年发现的江苏吴县草鞋山3座良渚文化

墓葬[10，11]、1977年发现的吴县张陵山良渚文

化墓葬[12]、1979年和1982年发掘的武进寺墩

良渚文化墓葬[13，14]中都没有发现，丰富了良

渚文化玉器种类。其中出自M60人骨腰下

的玉带钩，是最早发现的良渚文化服饰玉带

钩。而第三次发掘出自M144的玉柄形器，

长10.4厘米，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柄

形器；出自M126的玉立鸟，呈昂首翘尾站立

状，形象生动，为首次发现，是辨识良渚文化

鸟纹图案的实物证据。

其他新发现，还有残漆器、彩绘葬具、象

牙权杖、大汶口文化彩陶背壶、红烧土祭坛

等。其中，M9出土的象牙权杖残损严重，当

时未能辨识，认为是象牙雕刻器，但其上雕刻

的繁缛兽面纹饰引起发掘者的极大关注。

2001年孙维昌曾对此进行分析，并结合与两

段象牙雕刻器一起出土的椭圆形象牙镦，探

讨了器形的原型，认为可能是玉钺的柄[15]。

2010年在福泉山北部250米处吴家场发掘的

M207良渚文化大墓出土了象牙权杖[16]，方知

福泉山M9的象牙雕刻器是长柄状的象牙权

杖，是良渚文化象牙权杖的最早发现。发现

的红烧土祭坛，有别于浙江余杭瑶山祭坛、汇

观山祭坛，增添了良渚文化祭坛的种类与形

式。M67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彩陶背壶，体现

了大汶口文化中期与良渚文化晚期之间的文

化交流关系，同时也是校订长期以来对大汶

口文化年代因认识偏差而拔高的重要旁证。

但是，这一发现却被后续研究者误认为是校

订良渚文化年代的证据之一，并误将良渚文

化结束年代定在距今4600年[17，18]，这一认识

还一度作为主流认识被推崇。这一现象显

示，对新石器时代有关问题研究所形成的认

识，正确与错误之差仅在丝毫之间，需要注意

辨识。

此外，《福泉山》是第一部以公布良渚文

化土墩墓地及大型墓葬发掘资料为主的考古

报告专刊，其编写体例结构和描述方式，以及

存在的不足等，为后续的良渚文化墓地考古

报告专刊的编写提供了参考与鉴戒的实例，

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福泉山遗址发掘与《福泉山》

存在的有关问题

福泉山遗址发掘与《福泉山》考古报告专

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福泉山清理的 30 座良渚文化墓

葬，大都没有发现墓葬的开口层位，甚至有的

没有发现墓坑。

《福泉山》将没有发现墓坑现象作为平地

堆土掩埋的一种葬俗，如M9、M40、M74等大

墓，而将仅发现残存墓底部分深约0.1～0.4

米的浅墓坑、内有葬具现象，作为在浅坑内置

葬具后堆土掩埋的一种葬俗，如M65、M67、

M101、M109、M132、M139、M145等大墓。然

而，M60、M136、M144等3座墓却都发现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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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墓坑，墓坑深分别为2.85、2.4、0.9米。这

3座深坑墓的发现，显示福泉山良渚文化的

30座墓葬原本都应有规范的墓坑，或因土质

土色不易分辨而难以发现。《福泉山》中再次

提出“堆土掩埋葬俗”这一认识，是受早年在

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大都没

有发现墓坑而形成的认识的影响。实际上，

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墓坑是受土

质影响在发掘过程中极难分辨剥离出来。

第二，《福泉山》对良渚文化墓葬分期研

究的证据不充分。

《福泉山》将发现的30座良渚文化墓葬

分为前后五期，分期的主要依据是墓葬所处

的三层不同的层位，以及三组墓葬叠压关

系。其中第三、四、五期的墓葬有16座，都是

处于同一地层中（灰黄土），在这同一层位中

发现的墓葬上下叠压现象只有 M101 叠压

M132一例。《福泉山》依据这两座墓葬底部的

不同深度以及16座墓葬底部在同一层位中

所处的不同深度（灰黄土层下、中、上）将它们

区分为第三、四、五期。这一分期研究认识的

主体部分在 1992 年以论文的形式公布[19]。

按照地层层位关系区分出第一期与第二期以

及第二期之后的墓葬，是《福泉山》在墓葬分

期方面形成的重要成果。但是，将第二期之

后的墓葬按照墓底所处的地层深度而不是墓

葬的开口层位进行分期，显然是有问题的，这

导致后续研究者在涉及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

分期时总是需要重新分析[9，17,20-27]并得出与

《福泉山》不同的分期认识，且得出的分期结

论也是互有抵触，争议不断。

实际上，按照福泉山发掘发现的良渚文

化文化层存在的三层明显不同的堆积，尤其

是上面两层堆积是人工堆筑的现象，可以将

30座良渚文化墓葬分为前后三期（见前述），

第一期与第二期即是《福泉山》所划分的第一

期、第二期，第三期是《福泉山》所划分的第

三、四、五期16座墓葬。其中第一期的墓葬

M151、M143出土陶器具有崧泽文化的遗风，

而且分别被同期的墓葬M150和M139叠压，

可能略早于其他第一期墓。而第三期的祭坛

下叠压M144、祭坛上被M101叠压现象则显

示，在第三期的同一大地层内存在三个小层

位，只是发掘过程中没有能够区分出来，或是

难以区分。据此可以将第三期16座墓葬分

为早中晚三段，第一段以M144为代表，第三

段以M101为代表，第二段应是与祭坛同时

期的墓葬，只是现在无从找证据去认证，但应

当是存在的，是祭坛使用时期的墓葬。后续

分期研究者大都没有察觉到福泉山墓葬的这

类层位现象，有的甚至将可以分属上下不同

层位的M144、M101墓葬合并为同一时期[28]。

第三，《福泉山》考古报告专刊编写方面

存在的一些技术性问题。

如改动墓葬原始号而不做标识。《福泉

山》公布的墓葬号是更改过的墓号。福泉山

第一、二次发掘发现的墓葬，都是以探方为单

位进行编号。而《福泉山》公布的墓葬号则是

以福泉山三次发掘的所有探方为单位的统一

编号，如将T4M6更改为M9。这或许是在第

三次发掘时对发现的墓葬采取了统一编号的

方式，但对此《福泉山》没有作说明，也没有在

文字部分和墓葬登记表中作标记。这为读者

带来许多不便。

又如在介绍的19座墓葬中，对那些深坑

墓与浅坑墓大都没有公布墓葬剖面图，只有

M145因为要说明人殉坑而公布了墓葬剖面

图。

此外，《福泉山》文字介绍的器物数量与

型式种类，与墓葬登记表中登记的有一定的

出入。如果后续研究者利用墓葬登记表信息

对福泉山30座良渚文化墓葬进行系统的分

析研究，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这些问题，有的可能是发掘过程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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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收集相关资料遗留的问题，而在报告编

写过程中又无法弥补；有的可能是由于没有

参加发掘的报告总编撰者与具体发掘人员及

编写人员沟通不畅；有的可能是报告编写与

编排过程中因减少篇幅压缩版面而不慎遗漏

的。这些问题最终影响了《福泉山》学术价值

的提升。

结 语

福泉山良渚文化高台土墩墓地与大墓的

发现，是由一个意外收获引发的，但却是学术

发展的必然。1973年以来在长江三角洲一

带相继发现一批重要文化遗存，如1973年在

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随葬玉琮等玉器的

良渚文化墓葬[10，11]，1977年在吴县张陵山又

发现随葬玉琮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12]，

1973年在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遗址，确认距

今六七千的河姆渡文化[29]。这些重要发现引

发学术界对长江下游地区原始文化发展程度

的重新思考与探索。1977年 10月在南京召

开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术讨

论会”。会上有代表依据在草鞋山、张陵山遗

址的发现，提出良渚文化时期已处于文明时

代的前夜[30]。苏秉琦则在大会闭幕式讲话中

提请大家注意：“太湖——钱塘江地区，即古

吴越地区。吴县草鞋山、余姚河姆渡两处遗

址是两个典型突破口，而常州、苏州、上海市

郊、浙江的杭、嘉、湖地区诸遗址正好成为两

者间的一系列连接站。”[31]苏先生这一极有远

见的讲话虽然没有第一时间得到江苏、上海、

浙江方面的响应，但是为在常州、苏州、上海

市郊、杭嘉湖地区开展探索工作指明了方

向。1979年冬对福泉山的试掘目的是“开展

太湖地区古文化研究”，应是受这一学术思想

影响而萌发的。1982年冬及1983年冬福泉

山数座良渚文化大墓的相继发现，宏观上看，

自然是1977年以来重视对长江三角洲一带

古代文化探索这一思想下的产物。所以，苏

先生对于福泉山的发现予以特别的重视，将

之与辽西地区新发现的红山文化“坛、庙、冢”

相提并论，比喻为“土筑金字塔”，启发学术界

对良渚文明的探索。

福泉山良渚文化高台土墩墓地与大墓的

发现，是引发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及其良渚文

化大墓发现的先导[32]，反山墓地的重大发现

则是引发余杭瑶山墓地、莫角山建筑基址及

良渚城址和城址外围水利系统等良渚遗址群

内系列重大发现的先导。学术史表明，福泉

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标志着对良渚文明的

研究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探索阶段。福泉山遗

址发掘与发掘报告《福泉山》的学术贡献，对

于探索、证明良渚文明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

意义。而福泉山遗址发掘与《福泉山》存在的

有关问题，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发掘和考古报

告专刊编写过程中可能不是独见。这应是中

国考古学在将来的进一步发展中需要注意避

免的。

————————
［1］苏秉琦 .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闭幕式上的

讲话［M］//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

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176-178.

［2］苏秉琦 .太湖流域考古问题：1984年 11月17日在

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M］//

苏秉琦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

大学出版社，1994：11-14.

［3］孙维昌 .今生难忘的考古经历：我与上海福泉山

［J］.大众考古，2014（11）：21-23.

［4］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

葬［J］.文物，1984（2）:1-5.

［5］黄宣佩，张明华.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J］.东南文

化，1987（1）：1-17.

［6］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

化墓地［J］.文物，1986（10）：1-25.

［7］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8］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

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 12



2026.3土筑金字塔：福泉山——福泉山遗址发掘与《福泉山》的学术贡献及有关问题研究与探索

［9］张忠培.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J］.考

古学报，2012（4）：401-422.

［10］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M］//文物编辑

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24.

［11］南京博物院.苏州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M］//徐湖

平 .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1936~

1996）.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1-17.

［12］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M］//

文物编辑委员会 . 文物资料丛刊：6.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2：25-35.

［13］南京博物院.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J］.考古，

1981（3）：193-200.

［14］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

掘［J］.考古，1984（2）：109-129.

［15］孙维昌.从福泉山发掘看良渚文化玉器［M］//孙维

昌 .孙维昌文物考古论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75-94.

［16］上海博物馆.上海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2010年

发掘简报［J］.考古，2015（10）：46-65.

［17］栾丰实 .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J］.中原文物，

1992（3）：79-87.

［18］张忠培 .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

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J］.文物，1995（5）：47-

58.

［19］黄宣佩.论良渚文化的分期［M］//上海博物馆集刊

编辑委员会.上海博物馆集刊：建馆四十周年特辑：第六期.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370-388.

［20］陈国庆.良渚文化分期及相关问题［J］.东南文化，

1989（6）：78-83.

［21］杨晶 .论良渚文化分期［J］.东南文化，1991（6）：

121-129.

［22］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分区［M］//徐湖平 .东

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1936~1996）.

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271-279.

［23］芮国耀.良渚文化时空论［M］//余杭市文史资料委

员会，余杭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余杭市良渚文化学会，等 .

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30-

142.

［24］李新伟 .良渚文化的分期研究［M］//考古杂志社 .

考古学集刊：12.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223-

254.

［25］朔知 .良渚文化的初步分析［J］.考古学报，2000

（4）：421-450.

［26］秦岭.福泉山墓地研究［M］//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

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第

四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1-35.

［27］刘恒武 .良渚文化综合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

社，2008：37-41.

［28］赵肖楠.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的分段研

究［M］//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

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 .

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75-91.

［29］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 .河姆渡

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8（1）：39-94.

［30］本刊通讯员.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术

讨论会纪要［J］.文物，1978（3）：35-39.

［31］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

古：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的一次

发言提纲［J］.文物，1978（3）：40-42.

［32］浙江省文物研究所.反山［M］.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5：6.

〔责任编辑：成彩虹〕

-- 13


